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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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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为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央不断强调推

动共同富裕，旨在实现均衡而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关于共同富裕的探讨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其一，
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解决好以绝对收入标准衡量的贫困问题就是实现“富裕”的最

基本要求。 今后农村的相对贫困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将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挑战，农民增收问题必

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框架中解决。 其二，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将收入差距缩小

在一定水平上，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这也是“共同”的要义所在。 当前我国城

乡收入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妨碍新发展格局

的构建。 因此，牢牢把握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

制弊端，对于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而言应是重要的战略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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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这一

历史起点，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１］ 。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

党长期执政基础。”毋庸讳言，共同富裕是一项现实任务，更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历史任

务，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 根据党的十九大的规划，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

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在 ２１ 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届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在

中央的工作部署中逐渐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在共享发展理念指导下，党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 ２０３５ 年远

景目标的内容提出。 ２０２１ 年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支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条件较好的浙江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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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实践中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 共同富裕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深刻理解其理论内涵，厘清其历史发展脉络，明确

其实践探索路径，意义重大。 由于学界对共同富裕讨论的时间较短，讨论内容以理论内涵 ［２］ 、历
史脉络 ［３］ 、现实路径 ［４］ 为主。 然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由一个

个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 虽然我国在东部发达地区如浙江等地开展了率先探索

共同富裕发展的实践，但是各地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条件千差万别，就全国范围来看，当前为推

动共同富裕所要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仍然要立足我国当下的基本发展情况，即农业农村发展不充

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这一重大社会现实。 因此，发达

地区先行试点探索的前瞻经验固然宝贵，但是就我国全局而言，当前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重点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基于此，本文在研判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最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将视

角进一步聚焦到城乡融合发展领域，旨在丰富学界当前讨论并提出可行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富裕基础与农村相对贫困

按照《意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
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 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在概念上首先是高度聚焦在人

民的物质生活层面，与之同时，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都要有相应的

体现。 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富足的物质生活对于许多领域至

关重要。 我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正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有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 换言之，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发

展先实现“富裕” ，那么解决好以绝对收入标准衡量的贫困问题就是实现“富裕”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５－６］ ，本文认为 ２０２０ 年之后的反贫困主战场仍然在农村，这
也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挑战。

由于农业产业的特性，在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相对下降是现代化

转型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物

质生产部门，作为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有机交织，农业生产部门与其他部门如工业、服务

业部门等差异较大。 首先，农业具有季节性、周期性、地域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农业无法实现工

业和服务业的广泛的社会化大分工，由于分工程度较低，自然劳动生产效率与工业和服务业不

可同日而语。 其次，农产品具有特殊性，尤其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

本资料，更是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最后，农业同时面临

来自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双重风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具有高度的波动性和周期性。 在这些特点

的基础上，当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时，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资源由农业不断流

向工业与服务业，带来了两个下降，即农业生产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下降，农业部门收入

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 加之在这一进程中，农业生产活动的消费者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

降，并且现代经济活动中运输、加工、营销等流通部门分享的份额不断上升，农民能够得到的农

业总收入份额在国民经济中必然占比很小。 此外，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谷贱伤农” 、增产不

增收现象广泛存在。 但是相对下降与陷入贫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可以看作一种收入结构

的动态调整，后者则是一种未能达到以绝对收入标准衡量的生活能力的体现。
推动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继续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有着极为特殊的

意义。 一方面，当下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期，农村脱贫群体返贫风险较高，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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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巩固。 我国大量脱贫人口仍处于贫困临界线边缘，阻止返贫的内生动力尚未完全形成，
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７］ 。 另一方面，已有扶贫工作主要是基于财政兜底、搬迁补偿等短期保

障措施，更多表现为开发式扶贫、集中式治理。 这种超常规“逆向”动员资金、人才资源要素供

给的方式适合当时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区域连片集中的特点，在之前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

史成就；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动员和分配生产性资源方式的减贫效果也将日益

降低 ［８］ 。 由此，就全国范围来看，当下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值得突破的地方

仍然是农村，当务之急也就是解决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
学界研究得出的贫困标准有一维的收入或者支出贫困，也有多维的福利贫困 ［９］ ，但是各国

官方（或通行）的贫困标准仍然以人均收入为主，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均收入是上述其他各类标

准的核心内容之一 ［８］ 。 虽然 ２０２０ 年底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得以如期完成，全国各地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现行贫困标准是按照 ２０１０ 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２３００ 元不变价

格计算的，至 ２０２０ 年仅为 ４０００ 元，可以视为一种绝对贫困或者极端贫困（赤贫）的标准。 换言

之，脱贫攻坚只是解决了极端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终结。
不同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不同，其划定依据往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本国贫困人口状况和

社会发展目标相关 ［１０］ 。 虽然我国农村的减贫事业和成就举世瞩目，但我国农村仍然有大量群

体面临返贫致贫的风险挑战。 ２０１９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已经突破 １ 万美元，而世界银

行当年对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划分是人均 ＧＮＩ 在 ３９９６ ～ １２３７５ 美元之间，因此我国已高于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 ９０７４ 美元的平均水平，迈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于

２０１７ 年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按 ２０１１ 年不变价

调整了不同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标准，分别以每天 １．９ 美元、３．２ 美元、５．５ 美元和 ２１．７ 美元作为

贫困线。 按照世界银行对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每天 ５．５ 美元购买力的贫困标准，参考前人研究

做法，本文计算 ２０２０ 年的贫困标准则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５８４ 元人民币①。 当年我国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６ 万元②，世界银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仅为我国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６０％左右；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７１ 万元，世界

银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为这一数字的 ４３％左右。 考虑到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不平等程度较高 ［１０－１１］ ，人均收入易受到高收入调节影响，故进而采取人均收入的中位数进行测

算。 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１．５２ 万元，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

贫困标准约为这一数字的 ５０％。 我国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０００ 元贫困标准按同样方法折算则为日收入

３ 美元，略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 ３．２ 美元贫困标准。
由于全国居民家庭收入 ５ 等份分组的数据目前只更新到 ２０１９ 年，因此我们对 ２０１９ 年农村

居民不同收入等级群体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相同方法，２０１９ 年的世界银行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５．５ 美元贫困标准折算为人民币 ７３４４ 元。 如图 １ 所示，城市低收入组家庭

人均收入约 １．５５ 万元，远高于世界银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而农村低收入组家庭这

一数据仅为 ４２６３ 元，仅为世界银行这一贫困标准的 ５８％。 同时，２０１９ 年农村中低收入组家庭

人均收入也仅超出世界银行这一贫困标准的 ３０％。 由此，我国农村家庭中收入最低的 ４０％其人

均收入仅为 ７０００ 元左右，低于世界银行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③。 因此，上述数据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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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照世界银行 ２０１１ 年美元购买力不变价得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在我国 ２０１１ 年为 ５９２２ 元；再利用 ＣＰＩ 指
数进行平减，得出这一标准在我国 ２０２０ 年则为 ７５８４ 元。

资料来源：新华社《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
－０４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７９５２．ｈｔｍ。

采取算术平均的方式，２０％的低收入群体中农村居民平均收入仅为 ４２６３ 元，２０％的中低收入群体中农村居民平均收

入仅为 ９７５４ 元，得出 ４０％的低收入群体中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仅为 ７０００ 元左右。



析侧面印证了本文对 ２０２０ 年之后的反贫困主战场仍然是农村的判断的合理性。 脱贫攻坚的伟

大胜利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甚至由于以后返贫致贫的群体

较之前还具有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解决贫困问题更为棘手。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世界银行

对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贫困群体收入标准的划分，可以看作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而国际

上对于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则主要参考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一定比例 ［１２］ ，例如欧洲国家普

遍采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５５％左右①。 关于国内相对贫困标准的划定，学界讨论较为丰

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标准划分在学界虽尚未能形

成一致意见，但是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广泛存在这一事实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重视 ［１３－１４］ 。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 等份分组对比情况

三、共同导向与城乡收入差距

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有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若简单按照此逻辑，似乎就会认为经济增长

自动会带来“富裕” 。 恰如学界的“涓滴理论”所提出的那样，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先富裕起来的

群体或者区域所积累的财富可能会通过消费、就业、借贷等多种途径“滴漏”到贫困区域及群

体，即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惠及穷人 ［１５］ 。 但是世界多国的发展现实与之相反，经济迅猛增长的同

时却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减贫实践未能如“涓滴理论”那样神奇 ［１６］ 。 可见经济增长并不总

能带来“富裕” ，甚至有研究发现反而有可能因为经济增长的同时产生收入分配的恶化，对于底

层群体的影响则走到了富裕的反面，加剧了贫困现象 ［１７－１８］ 。 因此，以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代

表的“共同”因素对“富裕”产生重要作用，相较于经济增速而言，改善收入分配的“益贫性”经济

增长性质更能决定减贫的成效 ［１９］ 。 但遗憾的是，学界迄今为止并未能对“益贫性”经济增长的

定义与测度达成共识 ［２０］ 。
共同富裕虽然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但是缩小收入差

距正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一，将收入差距缩小在一定水平上，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

与公平的和谐，这也是“共同”的要义所在。 然而，现实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长期以来我国收

入分配不均状况严峻，更是对今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２１－２２］ ，甚至产生社会问题 ［２３］ 。 根据

《２０２０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的官方数据资料，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始终维持在 ０．４６ 以上，一直超过国际 ０．４ 水平的“警戒线” 。 当然，学界认为这一基尼系数水平

比实际数据要低。 Ｐｉｋｅｔｔｙ 等 ［２４］ 利用多个数据来源，如官方的国民核算、学术机构的抽样统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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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一般贫困标准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５０％ 或 ６０％，本文取中间 ５５％ 的标准，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０４１８。



查、部分财富排名和近年来涵盖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统计资料对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展开研究。 由

于数据不全面，作者使用了较为保守的估计，结果显示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收入最高的 １０％的人

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２７％上涨至 ４１％左右，而收入最低的 ５０％的人群的收入占国

民总收入比重由 ２７％下降至 １５％，仍然远高于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
虽然收入分配不公现状被学界广泛重视，但是西方学者对收入分配不公研究所归纳出的一

般性因素，如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财产权利等为代表的制度安排等因

素难以完全解释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背后的逻辑 ［２５］ 。 如前文所述，针对中国的贫困问题主

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并且今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仍然较为严重这一社会现实，独特的发展进程

中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施行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更值得学界重

视 ［２６］ ，并且在改革进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等因素继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对于促进富裕

实现减贫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能对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给出全部解释。
当前学界探讨主要围绕城乡、区域与群体三大收入差距展开，而就我国现状来看，本文认为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为严重、改善其现状的诉求最为迫切、改善的收益最为深远。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严重。 囿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情况，我国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仍然偏低，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中央

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

长。 １９８５—２００３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 １． ８６ ∶ １ 上涨至 ３． ２３ ∶ １，增幅为

７３．６６％。 这一现象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有研究发现我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

大的国家之一 ［１０］ 。 为此，２００３ 年以来，中央不断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并将其置于国家

五大统筹发展战略的首位。 但是，伴随着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

同时，我国的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收入差距恶化的趋势未能得到实质性扭转，２００７
年城乡收入比值进一步上升至 ３．３３ ∶ １。 此外，针对这一数据，学界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居民独

享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暗收入”未能得到有效统计，现有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被不同程度

低估 ［２７］ ，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更为巨大。 由此，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城乡统筹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是递进关系，
既表示不同时期的执政理念，又蕴含着理念形成背后城乡关系的变化 ［２８］ 。 在此之后，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取得显著成果，城乡关系得到改善。 尽管

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逆转，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图 ２） 。

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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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２．８１ ∶ １ 下降至 ２．５６ ∶ １，但是 ２０２０ 年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７１３１ 元，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４３８３４ 元）的 ３９．０８％、全
国居民平均收入（３２１８９ 元）的 ５３．２２％。 其次，按照城乡居民收入各自内部分组来看，城乡低收

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更大。 根据图 １，２０１９ 年农村低收入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２６３ 元，
仅为城市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５４９ 元）的 ２７．４２％，仅为当年全国平均低水平收入

组的 ３７．８２％。 ２０１９ 年城乡低收入分组家庭人均收入比值为 ３．６４ ∶ １，当年全国平均城乡收入

比值是 ２．６４ ∶ １。 由此可以看出，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城乡差距更大，值得关注。
第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诉求最为迫切。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

战略环境面临复杂变化，为此中央不断强调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形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体现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其核心要义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均

衡 ［２９］ 。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我国固然具有超大市场的发展优势 ［３０］ ，但
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流动不畅通的问题十分突出①，如何把国内大市场的

潜力变成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动力，是关系我国当前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是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当务之急。 而正如城乡发展不平衡

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一样，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城乡要

素流动不畅的问题也是整个市场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为此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

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 ”和“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 ”两个论

断，所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正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３１］ ，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

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构建新发

展格局紧密相关，诉求最为迫切。
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益最为深远。 学界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总体收入差距中，城乡

间的不平等因素是主要成分，而农村与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因素则是次要成分 ［３２］ ；并且大量研究

对国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有关 ［３３］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３４］ ，其贡献率约为一半 ［３５］ 。 而

且通过上述分析得知，在提高减贫标准之后，农村仍然是贫困的集中区。 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

不仅不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通过劳动力质量机制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在丧失了

“公平”的同时又未能收获“效率” ［３６］ ，换言之，既没有体现“共同” ，也没有促进“富裕” 。 纵观

当前我国城乡、区域、群体三大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既包含了影响群

体收入差距的个体因素，也包含了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等因素。 此外，还
夹杂着长期以来扭曲的城乡要素配置格局等历史性因素。 就整体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来看，尽管

我国已经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但是李克强总理曾坦言，“我们人均年收入是 ３ 万元人民币，但是

有 ６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１０００ 元”②，当然这句话的依据是 ２０１９ 年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

组共 ４０％家庭户对应的人口约为 ６．１ 亿人，年人均收入为 １１４８５ 元，月人均收入近 １０００ 元③。
但是根据图 １，这 ６ 亿人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 ７０００ 元左右，月人均收入仅为 ５８０ 余元，这部

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同类收入群体收入的比重仅约为 ６０％，收入差距程度之高令人震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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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０５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１２６９６．ｈｔｍ。

资料来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实录全文） 》 ，新华网，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０５ ／ ２８ ／ ｃ＿１２１０６３７１２６．ｈｔｍ。

资料来源：《 “ ６ 亿人月入 １０００ 元” ，国家统计局首次解释》 ，中国青年网，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ｙｏｕｔｈ． ｃｎ ／ ｇｎ ／
２０２００６ ／ ｔ２０２００６１５＿１２３６９７６７．ｈｔｍ。



同样启示我们，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是当前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农村低收入群

体的继续增收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否则不论是“富裕”还是“共同” ，都无从谈起，共同富裕

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改善，既能够准确应对当前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低收入群体增收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也能够取得缩小群体、区域性收入差距

的效果，相较于群体和区域收入差距来看，收益最为深远。

四、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如前文所述，当前就全国范围来看，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主要面临两个严峻的现实：其一是农

村相对贫困问题以及已脱贫群体面临返贫挑战；其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城乡低收入

群体收入差距更为巨大。 将这两个问题统筹来看，其中既有本质上工农业在分工体系中地位不

同的共性，也有我国特殊发展经历中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特性，而解决之道就是坚定不移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这对于当前推动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前文已经讨论到，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是客观规律，为此促

进农民收入增长不能完全依赖农业生产，需要在城乡融合的架构中加以推进。 首先，农业难以

带动经济增长，难以夯实“富裕”的基础。 诚然，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和分散性等特点，高度依

赖土地，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重要经济特性，所以工业化之前，人
类社会经济增长较为缓慢。 正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那样，生存资料按照算术级

数增长，而人口却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因此才有了农业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 此外，农业生

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有机交织，受自然环境和耕作方式的双重影响。 农业生产率

是由土地质量、种子种苗、栽培技术、植保与田间管理特别是灌溉条件等多种要素共同表达的生

产函数 ［３７］ ，相较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部门的产出效率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取决于自然环

境和生产措施。 综上所述，农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小
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绝对主体，“大国小农”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 根据

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全国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共有 ２０７４３ 万，其中规模

农业经营主体仅为 ３９８ 万，换言之，小农户占农业经营户比重高达 ９８％以上①。 此外，小农户从

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９０％，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７０％，全国共有 ２．３ 亿户

农户，但是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有 ２． １ 亿户，经营规模格局仍然是小规模甚至是超小规

模②，可以说是“人均不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 。 毫无疑问，经营规模小制约了农户收

入增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非农就业至关重要。 最后，农业具有多功能性，除了提供人类社会

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这一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生态功能

等诸多非经济功能。 这些功能虽然长久以来未能在农产品的市场交换中体现出价值，但是这能

够为我们找到一条让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即发展以多功能性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经济新产业、
新业态，如乡村旅游、乡村康养、休闲农业、社区农业等。 基于此，更需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
农村对接城市居民的消费市场，推动现代化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

第二，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当前为促进共同富裕夯实良好物质基础的重

要支撑，但就我国而言，不完全的城镇化亟待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资源禀赋是人多地少，长久以

来农业生产经营呈现“过密化”的特征。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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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闻办就〈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情况举行发布会》 ，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３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９５７８．ｈｔｍ＃２。



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生产微观效率较改革开放之前迅速提高，数量巨大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不断出现并渐渐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 但是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等因素的

影响，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受到传统城乡关系的严重制约。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经济

政策出发点往往立足于城市居民利益，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

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的均等化，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劳

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结构变化，换言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长期高于农业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较低，更是加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数据，近 １０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数量占比由 ３８．１％下降至 ２５．１％，但是同期第

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仅为 ７．１％ ～ ９．６％。 当然，本文也并非说明当下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

力，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就业人员是指年满 １６ 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

查周期内从事了 １ 小时及以上劳动的人员。 所以这里不妨将第一产业看作一种农村经济活动

人口，其数量占比居高不下，正是反映了当前我国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未能真正实现市民化。
根据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６３．８９％，但是当年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仅为 ４５．４％，换言之，约有 ２．８ 亿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城乡之间，未能同等享受城市居民的

公共服务待遇；而顺应城镇化大趋势，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内容，得到了政策层面的高度关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其中举措的第一部分是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

配置的体制机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被作为第一个段落标题进行强调。
第三，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我们的重点是开展“开发式”农村扶贫；在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对

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在城乡融合框架下解决好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和社会保障问题。 长期以来，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下，农村常住人口占比 ３６．１１％，城镇常住人口占比

１０ 年间增加 １４．２１％，２０ 年间增加 ２７．６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但是以农民工为代表

的这些群体往往非正规就业占比较高，就业增收缺乏稳定性，在受到城市户籍限制的同时未能

被城镇社保体系所覆盖。 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成本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并且长期在

城乡之间两栖流动，增加了交通开支。 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在城市居住的这些农村转移人口

可能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 长期以来，学界、政策界与社会层面对贫困的关注都停留在农村，这
主要是为了把握扶贫规模、力度和减贫进程，采取绝对贫困标准实现在有限资源中最小化扶贫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大量农民工未能市民化的因素推动着城镇相对贫困状

况不断恶化 ［６］ 。 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上述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群体的问题毫无疑问应当

被纳入贫困治理体系，并在城乡融合的框架中加以解决，比如推动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

遇由居住地供给，以及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

政策。
第四，尽管以收入为代表的物质生活在共同富裕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共同富裕也应全方

位聚焦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都要有相应体现。 城乡差距不仅是收入差距，也是涵盖上述领域的全方位差距。 首先，以城乡

儿童健康不均衡为代表的城乡健康差距值得重视。 ２０１９ 年城市婴儿死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分别为 ３．４‰和 ４．１‰，在农村这一数字则分别为 ６．６‰和 ９．４‰①。 从城乡比值看，婴儿死

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１ ∶ １．９４ 和 １ ∶ ２．２９，农村婴儿死亡率和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明显高于城市。 其次，若要推动共同富裕的持续性发展，则要为提高人们受教育程度、增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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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城乡之间

教育领域的差距可以说更为严重，催生出大量举家式教育迁徙现象，教育的不公平对于发展机

会的不公平影响至关重要。 最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较为贫瘠，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水

平仍然严重不足，精神文化领域的城乡二元分割仍然有待打破。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我国已经在发达地区开展了共同富裕的先行探索，但是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改变，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站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中央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本质上来说是为了实现均衡而充

分的高质量发展，是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对于

学界研究而言，共同富裕的探讨离不开以下两方面。 其一，推动共同富裕必须有雄厚坚实的物

质基础，中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反贫困主战场仍然是农村，这是全国绝大多数省份

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挑战。 经济学理论揭示了现代化社会中农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农
民增收问题必须置于城乡融合的框架中解决。 其二，缩小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之

一，将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水平，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这也是“共同”的

要义所在。 对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言，独特的发展进程中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施行

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因素更值得重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仍然较大，并且可以视为

区域收入差距、群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也影响

经济增长，在牺牲了“共同”的同时又未能实现“富裕” ，且造成了城乡经济循环不畅的桎梏，妨
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因此，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主线，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

弊端，对于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而言应是重要的战略侧重点。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

富裕，更是存在于精神文化、社会环境、公共富裕等诸多领域之中，城乡差距也同样存在上述领

域之中。 与共同富裕的历史性任务相比，城乡融合发展一样要有历史的眼光和耐心，对其艰巨

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 首先，积极推动构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一方面需要深化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农村居民财产性权益，并通过流转和转让机制提升农村要素配置效率和

水平；另一方面需要科学设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倾斜政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其次，积极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就县域层面来说，农村人口转移成本（不论是私人成本

如购房抑或是公共成本）显著降低，并且对于县域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而言，现实中更容

易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当然，鼓励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不是限制农民流动范围，而是拓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空间，注重城市群建设和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发挥县域

经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配套产业。 最后，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引
导和鼓励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 重点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以城带乡、
整体推进、城乡共享、均衡发展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多措并举

增强乡村教师岗位吸引力，增强农村发展的代际流动。 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乡村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改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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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ｆａｉ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ｌｉｎ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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